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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和語言改造得更生活化。為了直接向教育水平不高的一般群眾發

言，一些作者把文章寫成演說，可以被視為「擬演說」。作者希望

它們能夠真的被輾轉演說，以擴大傳播範圍；同時又希望能在紙面

上直接打動讀者，因此很可能寫得比真正的表演更聲情並茂。格律

詩和諧文，是傳統的文學體裁，加入粵語之後產生風格上的變化。

綜觀以上所述，晚清粵語作品的特殊性質和功能，可以帶動以下幾

方面的思考：一、聲音和文字、言說和書寫如何互相影響？對方言

寫作有何利弊？粵語以怎樣的面貌呈現在這麼多種不同的文體中，

它的彈性和表現力如何？二、古雅的文體和通俗的語言之間，有沒

有互相調和滲透的可能？本書嘗試在分析上述問題的同時，檢討粵

語寫作的可能和局限，彰顯方言作為一種語言意識對文學創作的重

要性。

第一節  書面的粵語

口語本來是隨風而逝的聲音，要轉化為書面語，必須借助書寫

系統。如論者所言，粵語作品的作者假定讀者既會說粵語，又略懂

標準的書面語；也就是說，這位作者嘗試跨越口頭粵語和標準書面

語之間的差距 2，而真正填補兩者差距的，是粵人發明的方言字。這

些方言字很多時出於民間的創造，以約定俗成的方式通行，但語言

學家仍然根據古漢語文獻和六書造字法歸納出六種粵語方言字類別：

明朝末年以來，廣東民間說唱活動帶動出版業蓬勃發展，粵語

開始成為印刷品上使用的書面語。儘管這些歌本的口語成份並不那

麼濃厚，但粵語書寫傳統畢竟逐漸形成，出版和閱讀書面的粵語成

為普遍的商業和娛樂行為。這時的粵語，具備了「口語」和「書面

語」兩種形態。

在漢語的發展史上，口語和書面語這兩套系統，約在東漢以後

開始分離。春秋之後的「雅言」是共同語，也是書面語加工的基礎，

所以和當時的口語差別不大；言文分離之後的文言文，是「仿古的

書面語」；禪家語錄、《朱子語類》等雖雜有文言，但採用大量口

語。宋代以後出現的章回小說，則是在當時的口語基礎上加工的書

面語 1。口語和書面語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衍生出千變萬

化的文體類型和風格。方言作品中的書面語，也可以稱為「在口語

基礎上加工的書面語」，但從文學研究的價值來看，卻與章回小說

不盡相同，尤其本書所討論的晚清粵語作品，雖然可入於「方言與

文學」的範疇，但因為特殊的時代背景、粵地文人的寫作傳統、廣

東說唱文藝的介入，蘊含與別不同的時代和文學意義，而至今卻仍

未得到足夠的重視。

晚清的粵語作品包含多種體裁，能夠為研究者提供嶄新的思考

維度，開拓方言作品研究的學術前沿。通俗的說唱形式如粵謳、南

音、龍舟、粵劇等，因為每天在報章上刊出，一開始就有了修改和

寫定的空間，其傳播過程與傳統民間說唱有很大分別，可以被視為

「擬說唱」。作者在遵守既定的音樂和語言規範之餘，又有意把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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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閩南話書寫問題的學者王順隆，則特別讚揚粵人善用形聲造字

法。他認為：

形聲字除了造字簡便之外，還能引導讀者依漢字的聲旁發音；

而加上形旁造成新字，也能避免發生語言干擾而發生詞義混淆

的弊病。既有借用同音字的優點，又改善了同音字的缺失，故

粵語的手法確實比閩南語的傳統寫法好多了。5

王順隆又指出，長期以來粵語方言字迎合漢字衍生的原理，是粵語得

以形成寫作傳統的因素之一，並認為其他漢語方言如果要發展漢字書

寫，必須師法粵語 6。

粵語作品的研究者並不乏人，但比較集中於戰後香港的粵語作

品。直至 1997 年以前，香港的粵人從來沒有學習民族共同語（普

通話）的壓力，粵語的廣泛傳播不會引發國家統一的政治問題，加

上七十年代之後，香港經濟起飛，身份認同確立，粵語方言字的使

用非常普遍，因此頗受研究者重視。論者習焉而不察的是，晚清的

廣州和殖民地時期的香港，其語言環境其實略有相似：同樣言文分

離，不能我手寫我口；同樣沒有強制的共同語教育，粵語不止是主

要人口的口頭語言，也是為人熟悉的書面語，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

受外來語影響。不同的是，晚清是近現代中國的轉折期，粵語作品

的背景和內容顯得更宏大和複雜。

雖然研究的對象並非完全相同，但香港戰後粵語作品的研究，

1.	本字，可以追溯至歷史文獻的方言本字，如睇、黐、睩、焗、姣。

2.	本、俗並行，有本字可考，但習慣上用另一字代替，如「返」

寫作「翻」，「煠」寫作「烚」，「拓」寫作「抌」。

3.	訓讀字，借義不借音，本字另有其字，如「歪」，讀作 mɛ35；

如「凹」，讀作 n p55，中古音為於交切；如「罅」，讀作 la33。

4.	會意字，部份應有「本字」，部份可能由「訓讀」而來，但

由於方言字並非全據典籍所載之字借用或演變而來，更可能

是用「會意」的方法造出來的，如奀、冇、 、乸。

5.	同（近）音假借字，如嘆、痕、曳、牙煙、邊度、他條。

6.	形聲字，聲符以粵語為據，形（義）符起「按意義歸類」的作用，

如從「刀」的 ，從「心」的「 」，從「手」的「掟」、「攎」、

「揤」、「搣」等，不少形聲字有幾種寫法。3

另一類在鴉片戰爭前後已受傳教士注意的方言字，是從「口」旁的

字，例如吽哣、呃、咁、唔、啱、嘅、嘢等等。詹伯慧將之勉強歸

入形聲字一類 4。粵人造字，事實上並無一定的原則，除了遵守成

規之外，大多數的情況是想到同音的字，即以之標示無字的粵音，

有時同一份刊物，也沒有一定規範。今天香港的報章甚至有以「D」

代替「啲」的例子，原因很可能是寫英文字母比寫漢字更快。詹氏

的分類，相對於方言書寫的隨意性，雖然略為顯得煞有介事，卻

頗能見出粵語方言字複雜的來源和粵人造字的創意。這種創意可以

會意字「冇」為代表，外省人即使不知其音，卻對其義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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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白話（書面語）和粵語（口語）寫作「三及第」小說。從《佛

山贊先生》的片段可見陳勁在敍事時用文言，夾雜白話，直接引述人

物對話時用粵語，頗能盡取幾種語言的優勢，而起繪聲繪影之效 10。

不過，黃氏把晚清以來的粵語作品一概納入「三及第」的範圍，筆

者以為過於寬泛。方言寫作本來就雜有其他語言，以「三及第」指

在香港四、五十年代出現的一種獨特文體，應當比較符合實際情況。

關於晚清的粵語寫作，雖然暫時沒有專著，但一些學者的相關

研究極有啓發性。歷史人類學家程美寶的論著《地域文化與國家認

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闢出一章專論粵語書寫。

開首詳述粵語從「蠻音鴂舌」到「中原古音」的過程，廣東的菁英

文人如何利用學術權威扭轉國人對粵語的評價。基於其人類學的師

承和訓練，程氏在論述粵語書寫的源頭時特別着重口述傳統和鄉土

風俗，她認為除了民間歌謠之外，鄉村的道士主持儀式所用的科儀

手稿，大多以半文半白的語言寫成，而且道士多數以民間熟悉的南

音或清歌形式表達，也可以視為粵語書寫的淵源 11。程氏還羅列了

木魚書、鹹水歌、粵謳、粵劇、善書、教科書、字典、會話讀本等

材料，介紹它們流佈的情況和功能。在討論晚清粵語書寫的學者中，

程氏對材料的梳理最為嚴謹，例如她考證出《芙蓉屏》為最早使用

粵語的粵劇劇本，便為有關的研究作出不小的貢獻 12。但是，由於學

科的差異，程氏對於晚清方言寫作的價值評估和文學研究者不盡相

同。她認為晚清的粵語書寫功能性太強，而且無法和白話、國語競

爭。她又指出一個「有趣的悖論」：「方言的顛覆性幫助讀書人建

對本書的研究仍然有一定的幫助。美國語言學家包睿舜（Robert S. 

Bauer）從七十年代末起從事粵語語音學的研究，其後同時研究香

港粵語書寫。包氏以香港漫畫探討粵語寫作的論文頗受學術界重

視 7，他在 2002 年與張群顯合著《以漢字寫粵語》8，系統化地研究

和整理逾千個香港粵語方言字。美國學者唐斯諾（Don Snow）在

1991 年完成關於香港粵語作品的博士論文，其後出版成書，題為

Cantonese as Written Language: The Growth of a Written Chinese 

Vernacular。他的研究以香港在戰後至九十年代的粵語作品為中心，

但因為該論文旨在追述粵語作為一種書面語的發展，所以對於近代

廣東的粵語寫作條件和狀況也有所關注。對筆者的研究頗有價值的

是，唐氏在第三章扼要論述廣東歷史和文化，並指出其認同有別於

其他地區。他認為，廣東地區有頗不一樣的語言和歷史經驗，足以

養成獨特的文化和身份認同。他舉例說，相對於傳統的「士農工商」

的思想，在廣東商人的地位就比較高。唐氏還引用外國學者的華南

研究進一步分析說，廣東獨特的歷史，使廣東人的中原認同得來不

易，因此甚至自認為比別的中國人更愛中國。他又指出，「異質」

並不必然等同於優越，但廣東人對自己文化的獨特性感到驕傲，這

一點使廣東人願意書寫自己的方言 9。香港學者黃仲鳴的《香港三及

第文體流變史》是關於香港粵語作品的另一部專著。由於作者長期

關注香港的粵語小說，因此搜集到一些珍貴材料。例如香港四十年

代寫作武俠小說的「我是山人」陳勁，其名其作曾經「婦孺皆知」，

現在卻因為材料散佚而乏人關注。據黃氏引述，陳勁自覺地運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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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證廖恩燾的生平，談及他的粵語格律詩時，透過對比傳統詩歌中

的同類作品，分析其特殊的旨趣。論述廖恩燾的粵謳時，則把這些

方言作品納入晚清詩界革命的圖景，並揭示廖氏複雜的思想。〈近

代外交官廖恩燾的戲曲創作〉一文則考證廖恩燾即「春夢生」，分

析其京戲作品，二文並讀，能全面了解廖氏的創作。必須一提的，

還有李默先生的資料整理工作，除了編選粵謳選集《多情曲》 17，

他為辛亥革命前廣東報章所做的編目和整理 18，不但詳盡，還比較

關心報刊的文學和語言特點，並使讀者能夠了解當時粵港兩地報刊

流佈的狀況。承接上述的研究成果，本文廣泛搜集晚清省港兩地稀

見的報刊和粵語作品，並以個案為單位作主題性的深入研究。

第二節  競爭的俗話

晚清的白話文運動中，新興的報刊一致傾向以俗話為書面語。當

時「俗話」一詞和「土話」、「土音」一樣，指各種口語和方言 19，

既可以指比較小眾的吳語和粵語，也可以指當時通行甚廣的「官

話」，或者兩者兼之。以競爭力來說，「官話」在北方有明顯的優勢。

晚清啓蒙報刊的書面語，實際上是以來源地域不同、語音也不盡相

同的北方話為基礎的，可以說是一種「通用語」20。這種通用語，可

以包括「官話」、北京官話和北京話 21。「官話」在明末已經甚為通行，

連婦孺都聽得懂 22，這種通用語不但在中央和地方行政上頗有權威，

立新的國家觀念，其淺白親切的特性也幫助普羅大眾學習這新的國

家觀念。可是，一旦國家真正建立起來了，方言的顛覆性有可能針

對的，就是這個新的國家，其發展因而也就很快被壓抑。」13雖然這

些觀點都符合歷史事實，但若以文學研究的角度去看，這些限制都

不能淹沒寄生於粵語書寫的時代意義和文學色彩。 

此外，另一些學者在作者考證方面對本文的研究也很有幫助。首

先值得一提的是冼玉清的粵謳研究，其論文〈粵謳與晚清政治〉14不

但全面介紹了晚清的粵謳作品，還選注了七十八首粵謳，詳錄其本

事。因為晚清的粵謳緊貼時事，今天的讀者不一定能夠索解，冼氏

的工作為研究當時的粵謳提供了關鍵的便利。她的另一篇論文〈招

子庸研究〉15，綜合各家之說考證招子庸的生平，除了招氏編著的

《粵謳》之外，還較全面地介紹了他的政績、繪畫、軼事等，是研

究有關課題不可繞過的文章。另外，許翼心的論文以香港革命派報

章為題，主張把鄭貫公等革命派報人視為「作家群體」 16，亦頗有

啓發性。他指出在 1904 至 1911 年間，《中國日報》同人分別創辦

多家報刊，其中既有《世界公益報》等作風較嚴肅的，也有《唯一

趣報有所謂》、《香港少年報》等小報，不但宣傳革命有功，還「進

一步推動了近代中國的文界革命」，認為革命派報章的政論、短評、

雜文在文體方面有所創造，而且他們幾乎無人不能作粵謳，又使粵

謳擺脫了傳統的框框，注入時代精神。同時，夏曉虹發掘出廖恩燾

這位詞人、方言詩人，使筆者得以借助其研究成果，進一步探討其

方言寫作的成就。夏氏的論文〈近代外交官廖恩燾詩歌考論〉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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